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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遗存在陕西华县东阳遗址的发现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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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稻作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水稻何时传入黄河中游并扩散至关中地区，则

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华县东阳遗址是关中地区仰韶早中期的过渡性遗存 (ca. 5900-5600 cal. BP)。

本文借助植硅体分析，并结合炭化植物遗存，探讨了东阳遗址水稻的栽培和利用情况，并尝试分析水稻

在关中地区出现的动因及传播过程。研究显示，东阳先民在以种植粟黍为主的同时，已经开始少量的栽

培水稻，稻粟兼作的种植模式在此时出现。本研究发现的东阳遗址水稻遗存是目前关中地区最早的水稻

遗存，指示了水稻至少在距今 5800 年时传入关中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关中稻作获得较大发展，至

龙山晚期则鲜少发现。该研究刷新了中国北方半干旱 - 半湿润区最早的水稻遗存记录，为进一步了解稻

作起源与传播提供了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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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rice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academia. However, it 
is still unclear regarding the time when rice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n spread to the Guanzhong area, which should be studied further. Located 
in Guanzhong area and excavated in 2014, Dongyang site is a transitional site from the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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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shao Period to the Middle Yangshao Period, dating from ca. 5900 to 5600 cal. BP.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lant remains from the Dongyang site, we attempt to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ice, and analyze the reason for its emergence and diffusion process along 
Guangzhong area. Phytoliths and macroremains studies indicate the earliest dating rice remains 
in Guanzhong area so far. Furthermore, it reveals that ancient people of the Dongyang site who 
mainly grow millets, had already begun to cultivate slight rice. Mixed rice and millets farming 
pattern also formed at that time.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rice was introduced 
into Guanzhong area. In addition, by summarizing the prehistoric rice remains from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rice was imported at least 5800 
years ago. The rice was then made great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Yangshao to the Longshan 
Period, and nearly disappeared there by the end of Longshan Period. Our study may refresh the 
earliest record of rice remains in the semi-arid and semi-humid region of Northern China and 
provide the basic data for further studying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rice.

Keywords: Rice; Dongyang site; Guanzhong area; Spread; Rice and millet farming

1 引 言

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养活着全球近半数以上的人口 [1]。史前水稻

的栽培和驯化对中华文明的诞生和人口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水稻的起源和传播一直

是考古学界和农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学界关于水稻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

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2-7]，但是稻作农业从其起源地向外传播的时间、路径和方式，还存在

着诸多疑问和分歧 [8-11]。

考古证据表明，中国史前农业明显形成南北两大系统，南方是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

的稻作农业系统，北方是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粟作农业系统 [12]。这两种农业模式在各

自起源发展的同时，又不断的向外扩散和传播，存在着广泛的交流。近年来，黄河流域发

现了一大批史前的水稻遗存，为水稻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向北、向东、向西传播的这一认识

提供新的证据 [13-14]。

水稻的东传和北传，尤其是在海岱地区，早期水稻遗存的研究成果显示，水稻种植

至少在 7000 BP 就越过黄淮地区，抵达了黄河下游地区 [15-16]。但目前黄河中游至渭河地

区的水稻遗存仍主要发现于仰韶晚期。如李小强等在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中发现了距今

5000 年的水稻遗存 [17]；张健平等通过对关中地区泉护遗址、杨官寨遗址、扶风案板遗址

的植硅体分析得出：在距今 5600 年，水稻出现在以粟黍种植为主的关中地区，并形成黍、

粟、稻兼作的种植模式 [18]。这些证据为探索水稻向中国西部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时空节点。

然而，水稻最早何时传入关中地区并形成粟、黍、水稻兼作的种植模式，水稻在先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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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水稻在关中传播的过程以及其背后的发展动力等问题，由于缺乏系统的植物考

古研究和确切的考古测年资料，仍然存在诸多疑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作为一种微体生物指标，植硅体已经在农作物的起源和扩散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美洲玉米的起源与传播 [19]，西亚麦类植物的发现与鉴定 [20]，东亚地区粟黍的鉴定与区

分 [21] 以及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传播 [7,22] 等。近年来，史前稻作农业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很多成果的取得都得益于植硅体分析的方法，这一技术的运用是稻作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

重要手段。已有的研究表明，水稻可以产生三种特征型植硅体，即颖壳双峰型植硅体、稻

叶表皮机动细胞扇型植硅体和叶茎中的并排哑铃型植硅体 [23-24]。此外，大植物遗存是研究

史前农业最为直接、可信的第一手资料。炭化稻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能够长久的保存于

遗址中，且因颗粒大、种属特征明显等而易于鉴定。综合植硅体和大植物遗存两方面的证

据，能够较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史前先民对植物的栽培与利用。

本文尝试以关中地区的华县东阳遗址的植硅体分析和大植物遗存研究为切入点，探

讨水稻在该地的栽培和利用情况，并试图分析水稻在关中地区出现的原因以及稻粟兼作的

种植模式在黄河中游的形成过程。

2 研究材料与方法

2.1 遗址背景

东阳遗址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华县西南部，地处关中平原东部、渭河下游，属于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25]（图 1）。2014 年 3 月至 8 月，为配合宁西铁路复线建设，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组队对东阳遗址开展考古工作。本次工作完成发掘面积 1500 m2，其中发现属于仰

韶文化的遗迹有灰坑 14 处、房址 1 座、灰沟 4 条、灰土洞 3 处，出土有大量陶器及数量

较少的石器、骨器等。陶器器类较为多样，包括尖底瓶、罐、盆、钵、瓮、器盖和甑等，

另有少量陶纺轮、陶挫等生产加工工具及个别陶球、陶饼形器。石器中可辨器形有石斧、

石锛、石凿、石刀等生产工具；骨器发现有骨锥、骨镞、角锥和带穿孔的兽骨等。

2.2 样品采集

本文的采样地点位于 ETG1 北壁剖面，该剖面主要被 H49 打破（图 2）。其中 H49

堆积较为丰富，自上而下可分为 7 层，土质土色呈现出一定的差异，遗物与仰韶文化地层

包含物相同。依据地层和堆积单位的叠压情况，自下而上按照一定的间隔逐层进行取样。

在该剖面上共采集了 8 个植硅体分析样品，同时还收集了探沟内 H49 的土样以备大植物

的浮选和测年。



人  类  学  学  报‌• 122 • 38 卷

图 2 东阳遗址 ETG1 北壁采样示意图
Fig.2 Sketch map showing the sampling place of trench ETG1 at the Dongyang site

图 1 东阳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Dongyang site

2.3 实验方法

遗址文化层中往往含有大量的炭屑，会影响植硅体的提取和观察。本次研究采用灰化 -

重液法对土壤样品进行植硅体提取，该方法可以有效去除土壤中的炭屑，提高植硅体的提

取纯度 [26]。从每个样品分离出 10g 左右的土样放入坩埚中，将坩埚放置到电炉中，550℃

灼烧 8 h。然后将灰化后的土样采用常规的重液浮选法进行植硅体提取。具体步骤如下：

称量 5g 灰化后的土样，放入干净的烧杯中；加入双氧水（H2O2），以去除样品中的有机

质，放置加热板上反应约 20 min；反应结束后再加入稀盐酸（10% HCl）并煮沸，去除铁、

钙等矿物质；待冷却静置 24 h 后加入蒸馏水离心三次，洗净盐酸为止；加入比重为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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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溴化锌重液，吸取上清液后清洗离心三次，将提取出来的植硅体样品放置烘箱中晾干

以待制片观察。最后将样片置于日本 Nikon 公司生产的型号为 eclipse LV100P0L 的显微镜

(200× 和 500×) 下进行观察、鉴定，并作数量统计。每一个样品均随机选择了约 300 粒植

硅体进行统计分析，并计算每个类型的百分比含量。

大植物浮选的工作在发掘驻地进行，所用设备为水波浮选仪。我们仅对探沟 ETG1

内 H49 ②和 H49 ⑦层各 14L 的土样进行了抽样浮选。浮选所得的上浮部分阴干后被送至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进行整理、分

类和鉴定工作。

此外，我们挑选了 ETG1 中的 H49 ②层浮选出的炭化水稻种子和 H49 ⑦层的动物骨

骼样品进行 AMS14C 年龄分析，样品由美国 BETA 实验室测试完成。

3 结 果

3.1 测年

除第①层外，H49 的测年结果显示其年代大致在距今 5900~5600 年（表 1）。根据文

化遗物，发掘者推断其文化性质属于仰韶文化原子头三期 [27]，即处于仰韶文化早期偏晚

阶段向中期过渡的时期，测年结果也基本证实了这一推断。

3.2 植硅体鉴定结果

在该剖面的样品中共鉴定出 16 类植硅体形态（图 3），统计约 2500 余粒个体。在所

有的样品中都发现有农作物植硅体类型，主要有水稻特征型植硅体，包括来自稃壳的双峰

型植硅体、来自叶片的水稻扇型植硅体及茎秆的横排哑铃型植硅体，同时也有大量来自粟、

黍稃壳的植硅体。其他类型主要有哑铃型、莎草型、齿型、帽型、尖型、方型、芦苇扇型、

平滑棒型、刺棒型、木本型和部分无法鉴定的植硅体等。

通过观察剖面植硅体的百分比图谱（图 4），可以看出，粟、黍、水稻三种农作物植

硅体形态在剖面的各个层位上都有发现。其中粟、黍的比例最高可达到 30%，水稻的比

例较低，约 1.2%~7%。同时结合整个剖面来看，来自早熟禾本科的平滑棒型、刺棒型、

尖型占据了植硅体组合的半数，指示冷干气候的齿型、帽型植硅体比例较低，莎草科和海

绵骨针的含量极低。此外来自阔叶植物的木本植硅体也有一定量的发现。

3.3 大植物浮选结果

H49 ②层和③层的大植物浮选中，共发现 7 大类炭化种子，共计 66 粒。包括炭化粟

27 粒、炭化黍 5 粒、炭化水稻 8 粒、藜科种子 15 粒、狗尾草 6 粒（图 5）；葡萄 1 粒，

比较新鲜，应为现代混入，将其排除；还有无法鉴定种属的一类 4 粒。8 粒炭化水稻中，

2 粒较为完整，其余多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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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阳遗址中常见植硅体类型
Fig.3 Photographs of common phytoliths at the Dongyang site

(a)ETG1 北壁（80-90cm）哑铃型植硅体；(b)ETG1 北壁（80-90cm）莎草型植硅体；(c)ETG1 北壁（80-90cm）齿型植硅体；

(d)ETG1 北壁（30-40cm）帽型植硅体；(e)ETG1 北壁（10-20cm）并排哑铃型植硅体；(f) ETG1 北壁（160-170cm）尖型植硅体；

(g) ETG1 北壁 (80-90cm) 方型植硅体；(h) ETG1 北壁（80-90cm）芦苇扇型植硅体；(i)ETG1 北壁（160-170cm）平滑棒型植硅体；

(j) ETG1 北壁（50-60cm）刺状棒型植硅体；(k) ETG1 北壁（160-170cm）导管；(l) ETG1 北壁（160-170cm）木本型植硅体；

(m) ETG1 北壁（50-60cm）水稻扇型植硅体；(n) ETG1 北壁（30-40cm）水稻稃壳双峰型植硅体；(o) ETG1 北壁（50-60cm）

黍稃壳 η 型植硅体；(p) ETG1 北壁（30-40cm）粟稃壳 Ω 型植硅体

表 1 东阳遗址 14C 年代数据
Tab.1 Dates of the Dongyang site

实验室编号 单位 层位 测年样品
14C 年代
（BP）

树轮校正后年代（cal. BP）

1δ（68.2%） 2δ（95.4%）

Beta-454987 H49 ⑦层下 动物骨骼 5100±30 5909（19.9%）5886 5917（37.2%）5845

5821（48.3%）5760 5830（58.2%）5749

Beta-454986 H49 ②层下 炭化水稻 5000±30 5841（4.2%）5834 5888（23.0%）5817

5747（64.0%）5661 5762（72.4%）5651

注： OxCal v4.3.2 Bronk Ramsey (2017); r:5InCal13 atmospheric data from Reimer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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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东阳遗址 ETG1 北剖面植硅体组合百分比图谱
Fig.4 Content change of phytoliths from north square ETG1 at the Dongyang site

图 5 东阳遗址 H49 浮选炭化种子主要类型
Fig.5 Charred seeds from pit H49 at the Dongyang site

a- 藜科 (Chenopodiaceae)；b- 狗尾草属 (Setaria)；c- 粟 (Setaria italica)；d- 黍 (Panicum miliaceum)；e- 水稻 (Oryza sa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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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4.1 华县东阳遗址的农业面貌

我们获得的样品基本都来自于文化层和遗迹单位，文化层堆积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

受到人为的扰动，因而无法像自然剖面那样可以依据植硅体的组合来探讨当时当地的植被

和环境特点。但是我们依旧可以通过文化层中植硅体的形态类型和大植物的证据，来探寻

史前农业的特点。

图 3、4、5 均表明粟、黍、水稻三种农作物的植硅体形态在剖面的各个层位中普遍

出现，大植物浮选的结果亦是如此，这说明仰韶先民的食谱中已经包含了粟、黍、水稻三

种作物。单从水稻植硅体的发现来看，包含了来自稃壳、叶片、茎秆三种特征型植硅体形

态，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水稻不是交换或贸易得来的，而是本地栽培的产物。在观察中

还发现水稻扇型的鱼鳞状纹饰（见图 3: m）除个别不清晰外，基本上都是 ≥9 的，据吕厚

远等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 [28]，我们推断该地的水稻已经呈现出典型的驯化形态。接下来，

从这三种作物的植硅体数量来看，粟、黍的比例高达 30%，水稻低至 1.2%~7%，这反映

了东阳先民在从事一定规模的粟作农业生产，同时也开始栽培水稻。H49 的初步浮选结果

也显示，粟、黍、水稻三种农作物的种子同时在灰坑中发现。综合微体和大植物的证据，

显示该地区已经出现了稻粟兼作的种植模式。

从民族学资料看，稻的收获方法在历史上经过了三个阶段：采集野生稻（敲打稻穗）；

收获栽培稻，摘（割）穗，一般带着剑叶，晾干后脱粒加工；传统农业中常见的连同秸秆

一块收割的方法 [29]。不同的收获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农作物残余，也就保留了不同的水稻

植硅体形态组合（扇型和并排哑铃型来自水稻茎叶组织，双峰型来自稻壳）[30]。在该剖面

灰坑的水稻植硅体组合中，发现了较多的来自水稻稃壳的双峰型植硅体，甚至是多峰的植

硅体形态（见图 3: n），而且这一数量要比来自叶片中的水稻扇型植硅体要多。水稻不同

部位的植硅体形态集中出现在该灰坑中，且以稃壳植硅体形态居多，推测先民是以穗收割

的方式收获水稻。石刀被认为是中国原始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专业化较强的谷物收

割工具 [31]。该灰坑中出土的穿孔石刀或可作为摘穗收获的工具。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农业面貌呈现出以下特点：该地出现的水稻系原地

栽培的产物，并呈现出典型的驯化形态；先民以种植粟黍为主，也开始少量栽培水稻，出

现了稻粟兼作的种植模式；先民很可能是以收割穗的方式来收获水稻。鉴于目前缺乏对遗

址各遗迹单位的系统取样与分析，我们尚不清楚此时水稻在先民生活中的具体地位以及水

稻的种植规模。

4.2 水稻在关中地区的出现及动因探讨

随着考古工作的扩展和深入，关中地区陆续有零星的史前水稻遗存发现。东阳遗址

水稻遗存的出土再次证实了关中地区的稻作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中地区，地理位置优

越，是我国人类活动和古文化发展较早的地区，也是中华民族主要发祥地之一。水稻能够

在仰韶早中期的东阳遗址中存在并得以栽培绝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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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黄河中上游地区发现的史前水稻遗存统计表
Tab.2 Statistical table of prehistoric rice remains found in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分布区域 遗址名称 考古学文化
绝对年代

（cal. BP）
测年对象 遗存类型

黄河中游 陕西华县东阳遗址 仰韶文化 5813 动物骨骼 植硅体和8粒炭化稻米

5724 炭化稻

黄河中游 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 仰韶文化 5570[44] 炭屑土 植硅体和10粒炭化稻米[45]

黄河中游 陕西华阴兴乐坊遗址 仰韶文化 / / 炭化稻21粒[46]

黄河中游 陕西扶风案板遗址 仰韶文化 5690[44] 灰坑土 植硅体

黄河中游 陕西户县八丈寺遗址 仰韶文化 / / 稻谷印痕[47]

黄河中游 河南三门峡南交口遗址 仰韶文化 5868[48] 炭化稻 早期38粒完整稻米[49]

5402 炭化稻 晚期数粒炭化稻米[50-51]

黄河中游 陕西西安杨官寨遗址 仰韶文化 5380[44] 文化层沉积 植硅体

黄河中游 河南三门峡仰韶村遗址 仰韶文化 / / 稻谷印痕[52]

黄河中游 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 仰韶文化 / / 稻谷印痕[53]

黄河中游 河南洛阳西高崖遗址 仰韶文化 / / 稻谷印痕[54]

黄河上游 甘肃庆阳遗址 仰韶文化 / / 炭化稻米和稻谷数千粒[55]

黄河上游 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 仰韶文化 5070 炭化稻 植硅体和5粒炭化稻米[17]

黄河中游 河南巩义羽林庄遗址 仰韶文化 / / 植硅体[56]

黄河中游 河南巩义赵城遗址 仰韶文化 / / 炭化稻?[57]

黄河中游 陕西蓝田新街遗址 仰韶晚-龙山早 / / 共发现919粒炭化稻米[58]

黄河中游 陕西武功浒西庄遗址 龙山文化 4990 灰坑土 植硅体[44]

黄河中游 陕西扶风案板遗址 龙山文化 4920[44] 灰坑土 4粒完整和6粒残破稻粒[59-60]

黄河中游 陕西扶风周原遗址 龙山文化 / / 5粒炭化稻谷[61]

黄河中游 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 龙山文化 4900[44] 灰坑土 植硅体

黄河中游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龙山文化 4415-3885[62]* 木炭 植硅体[63]和30粒稻谷[64]

黄河中游 河南巩义罗口东北遗址 龙山文化 / / 植硅体[56]

黄河中游 河南巩义南石遗址 龙山文化 / / 植硅体[56]

黄河中游 河南博爱西金城遗址 龙山文化 3990[65] 草木灰 82粒稻谷[66]

黄河中游 河南登封南洼遗址 二里头文化 3750-3500* / 10粒稻谷[67]

黄河中游 河南洛阳皂角树遗址 二里头文化  3660* / 9粒稻谷[68]

注：“※” 代表数据来源于本文；“/” 表示未发表的绝对年代数据；“*” 代表不确定年代是否校正；“ ？ ” 表示未知稻谷遗存数量。

稻为一年生水生草本，属喜温好湿的短日照作物。水稻的生长与栽培，与一定的环

境背景息息相关。关中地区是我国开展环境考古学研究最早最多的区域，研究成果也较为

丰硕。吕厚远等通过对渭南全新世剖面的孢粉、植硅体、蜗牛、粒度等多种环境指标的综

合分析，揭示了该区全新世以来有 3 次突出的气候温暖湿润期，其中包括仰韶早中期，即

6800-5500 BP[32]。杨青等依据炭化小米及其同位素数据对关中盆地的降水进行定量重建，

得出平均夏季降水量在全新世中期（6.1-5.5 kaBP）达到最大值（414mm），高于现今的

降水量约 109mm[33]。孙楠等则依据木炭和高精度的测年重建了关中盆地的古气候，结果

表明在 6.2-5.6 kaBP 期间，年平均温度约 14.8℃，年降水量约 831.1mm，同比今西安地区

高出约 1.1℃，降水量高出 278mm[34]。仰韶早期姜寨遗址的动物遗存中包括了多种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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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禽类动物骨骼，喜温暖的动物如中华竹鼠、猕猴、鹿、豺、猪獾等也有出土，反映了当

时姜寨一带湿地较多，气候温暖宜人 [35]；仰韶中期的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了至少 33 个属

种的动物，涵盖了不少喜湿好温的动物群，充分展现了“华县泉护村一带是一个鸟语花香、

动物多样并和谐相处的理想生境地区”[36]。水分影响水稻分布区域，表现出“以水定稻”

的原则。渭河作为黄河最大的一条支流，横贯整个关中地区，为先民饮水和农业灌溉提供

了充足的水源。多种指标的研究都阐明了该地区自仰韶文化初到中期属于全新世适宜期内

稳定的暖湿阶段，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丰富，古土壤发育程度高，呈现出草原 - 森林植

被景观 [37]。得益于该地区仰韶早中期优越的自然环境，粟作农业获得大发展同时，也为

水稻的培植提供了良好契机。

除却自然因素，关中地区史前文化的大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初步统计，关中

地区仰韶文化早期遗址为 139 处，中期增加到 234 处 [38]；早期遗址面积多在 4~5 万平方米，

到中期有了明显扩大，出现了达几十万平方米的遗址，如华县泉护村遗址面积达 60 万平

方米 [39]。贾鑫等通过对关中陕北陇东地区考古资料的数据处理分析，指出 7.0~5.6 kaBP
是该地区文化开始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从老官台文化时期到仰韶文化的半坡、史家类型文

化时期，是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文化规模有了较大提高，并在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时期出

现了空前的繁荣 [40]。伴随着粟作农业在北方的强盛，遗址数量和规模的迅速扩张、人口

数量的激增等因素加剧了粮食需求，迫使先民在旱作农业的基础上引入新的作物（如稻谷）

和种植技术，从而缓解粮食生产的压力。客观来讲，这种稻粟兼作的种植方式不仅可以提

高农作物的产量，养活更多的人口，还能够降低单一品种粮食种植的危险系数 [4]。

当然，稻谷本身的一些特性也吸引了先民对水稻的引入和栽培。首先是产量，在中

国古代主要的粮食作物“五谷”中，稻的单产历来是最高的，现代也不例外 [41]。在北方

旱作区域，引进了稻作实际就等同于引进了产量。其次，从粒径上看，粟果实的直径大概

在 1~2mm，黍果实的直径亦仅 2~3mm；这二者的体积均小于稻粒数倍乃至十余倍 [41]。最

后就是口感上的优势，炊煮后的大米颗粒饱满、色泽晶莹、软糯香甜，这种绝佳的口感对

于旱作区的北方先民来说也是不无吸引的。

诚然，稻谷的引入和栽培是一个复杂漫长的发展过程，但是仰韶早中期适宜的气候、

良好的水热条件、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及稻谷的优良特性等因素无疑是促进关中地区稻作

农业发展的助推器。

4.3 水稻在关中地区的传播进程

已有的资料表明，中国北方处于野生稻分布范围以外的地区 [42]。黄河流域史前稻作

农业的发展无疑是长江流域稻作文化不断传播的结果。上世纪有学者在陕西汉水流域老官

台文化时期的西乡李家村遗址和何家湾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发现了稻谷印痕，被认为是陕西

境内最早发现的水稻遗存 [43]。但是囿于实物遗存和测年资料，水稻何时扩散到关中地区

并发展成稻粟兼作的种植模式仍不得而知。

结合现有的考古成果，我们寄希望于黄河中上游史前水稻遗存的梳理，试图寻找关

中地区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轨迹和传播进程。表 2 的信息基本上反映了以关中地区为代表

的稻作农业在黄河中上游地区渐次推进的过程。具体而言：目前发现的水稻遗存大都处于



‌• 129 •1 期 夏秀敏，等：水稻遗存在陕西华县东阳遗址的发现与探讨

仰韶中晚期到龙山早期，可以说是稻作农业的史前大发展时期；仰韶文化早中期是水稻遗

存发现的上限，至龙山晚期水稻在关中地区则鲜少发现；从测年数据上看，具有确切测年

的水稻遗存中以关中地区略多，但以炭化稻实物为测年对象的整体较少；此次研究的东阳

遗址，作为仰韶早中期过渡时期的遗存，是目前关中地区发现的已知测年最早的水稻遗存；

黄河上游的水稻遗存发现较少，测年在距今 5000 年前后。

综上所述，至少在 5800 BP 时，水稻已经传播到黄河中游的关中地区；仰韶晚期至

龙山早期，水稻已然在水源充足的多个地区扩散种植，稻粟兼作的种植模式得以进一步发

展；到 5000 BP 前后，水稻沿渭水流域传入到黄河上游的甘肃地区；自龙山晚期以来，水

稻在关中盆地则少有发现。

5 结 论

1）植硅体和大植物分析表明，仰韶早中期的东阳先民以种植粟黍为主，已经开始少

量栽培水稻；先民很可能是以收割穗的方式来收获水稻；稻粟兼作的种植模式开始出现在

关中地区。华县东阳遗址发现了目前关中地区已知测年最早的水稻遗存。

2）关中地区水稻遗存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仰韶早中期适宜的气

候、良好的水热条件、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及稻谷的优良特性等因素无疑是促进关中地区

稻作农业发展的助推器。

3）结合现有的考古成果，我们认为至少在距今 5800 年的时候，水稻已经传播到黄

河中游的关中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水稻已经在水源充足的多个地区得以扩散种植，

稻粟兼作的种植模式得以进一步发展；龙山晚期以来，水稻遗存在关中地区则鲜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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